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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多层次展现了西北社会各界的优良精神风貌，在行记作者笔下，一些西北上层人物对于
自身使命有自觉意识，对时代主潮持理解态度，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能坚定维护。由于不少行记作者曾接受过现代

文明的洗礼，他们注意发掘普通移民、欧美传教士、科教界优秀分子乃至红色革命者投身开发建设西北事业时所表现出

的优良精神品格。在与西北普通民众的广泛接触中，行记作者被他们的淳朴善良与坚毅顽强打动，竭力发掘其中所蕴含

的精神富矿。行记作者万里远游，他们的笔记本身，也彰显了一类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天下的使命担当以及所受到的

精神淬炼与提升，证明了西北大地对于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和崭新时代精神，能起到重要作用。西北行记的精神书写，让

行记文体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获得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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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行记，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由东南或
中原腹地前往地理上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甘肃、

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诸省区的中国西北部出

使、考察、赴任、采访时留下的纪行文字。先唐史

籍中著录的陆贾《南越行纪》《张骞出关志》、班勇

《西域风土记》等作，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西北行

记，惜皆已亡佚。以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法显传》

《宋云行记》为标志，这种以散笔单行文字形式真

实记录“自己或他人出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①

的著述门类始告成熟，历唐宋而迄明清，代不乏

作。宋清两代，或因为兄弟民族汉代政权的分立，

或由于勃兴的“边徼地理学”（梁启超语）之刺激，

还出现过两次行记的创作繁荣。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 ２０世纪上半叶，有着久远
历史的西北行记再次形成创作热潮。近百年间，

从事西北行记撰著者众多，或为政要，或为硕学，

或为文艺界名流，他们在万方多难的特殊时代里，

不避艰险前往西北这一方人文厚重又民生至艰的

特殊土地，并且在征程劳顿之际，依然笔记往来，

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一座认识和感知西北的富矿。

和古代西北行记相比，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行记，

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层面的认知功能，而且特别显

示出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具体文学表现的精细

度，正是后者，让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行记具备了

十分突出的思想价值与文学价值。广大行记作者

在中华民族处在深重内外危机的环境中，万里长

征，其使命既在于察访实际、发现问题，以引起开

发或疗救的注意，更为了寻求民族自新自强的希

望与信心。这就造成了广大行记作者，基于近代

（鸦片战争直至２０世纪上半叶）特有的时代心理
氛围，对西北地区特有的有益于民族生存发展的

精神文化资源开掘，持有特殊关注，本文拟对晚清

民国西北行记中所着力呈现的主要精神光亮，进

行梳理总结，以就教于方家。

一　西北上层人物的精神境界
处在近现代家国危机背景下的西北大地，灾

祸频仍、政治窳败、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尖锐，广大

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如此，这一方广

阔厚重的土地并未就此落入绝境，生长于斯的万

千民众以及来自各方的有识有志之士，仍然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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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求索、竭力奋争。这些求索与奋争背后，展现的

是既各有侧重，又同心共振的优良精神品质。其

中，上层政治人物之精神状态对西北社会尤其具

体引领作用，也因此是行记作者关注的重点。

（一）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展示了一些上层人

物的为民情怀

如何纾解广大民众的现实生存困境，这是摆

在近现代西北上层面前的首要问题。正如在西北

行记中屡有见及的，一些政客面对民瘼，庸懒无为

甚至推波助澜，加重了社会苦难，但毕竟又有大量

政治人物能够持有勤勉救民的态度，表现出令人

感动的担当精神。林则徐与左宗棠两位晚清重

臣，均曾有过一段西北任职经历，从林则徐本人的

《荷戈纪程》，特别是后来一些进入西北的行记作

者的考访记录可见，林由于广州禁烟而远贬西域，

却能在仕途失意之时仍潜心发明坎井以解决新疆

农垦水源之急①；左宗棠征西，虽为平息回事，但

在进军同时亦注意一路广植杨柳，在兰州还筹建

毛呢织造厂等近现代工商业，二人的有关建树，推

动了西北工农业的发展。行记作者对林、左二人

特别是后者在西北的善政详加铺写并予以诚挚肯

定，目的就是表明，即便末代封建官员，“精神也

真正有可佩服的地方”②。进入民国，西北迭遭丧

乱，民众更加生计无着，一些民国显宦在艰苦复杂

政治环境中，仍冀图扶危济困。譬如杨虎城、邵力

子、朱绍良等人任职西北时的积极作为，行记作者

多有记载。１９３８年４月下旬，顾颉刚考察甘肃陇
西，不仅罗列了县长孙振邦植树造林、督修公路、

禁止缠足、整顿保甲、清除积弊等多方面治理成绩

与计划，且称其“沉着刻苦，新时代之地方官

也”③。对这些官员在艰苦复杂环境中的积极作

为以及蕴含其中可贵精神品质的深情记录，凸显

出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重要精神史价值。

（二）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写出了一些上层人

物的进步品格

西北大地人文厚重，但其负面效应则是思想

保守、新风难开。行记作者游历西北，接触并批判

了一些逆流而动者④，更对相关政治人物可贵的

进步表现多有标举。通过西北行记可见，一些西

北高层在任上积极推进具有近现代化特点的公共

事业。清代末任陕西巡抚升允，虽不赞同革命，但

亲自主持建设现代化之黄河铁桥，却惠民被远，所

以徐炳昶说他“功诚不可没”。民国肇建，新式教

育、邮政交通和现代工商业，是西北地区启迪民

智、追步时代的重要抓手，行记具体写到一些主政

者在相关领域多方筹划的作为。更重要的是，相

关政界人士在时代主潮面前不甘落后的精神状

态，也被行记作者写出。近现代西北长期蒙受烟

毒之害，有些官员顾及财源只能一味放任⑤，但陈

赓雅《西北视察记》中即专列“青省不种毒卉”一

节表彰青海禁烟善政，其缘由，在林鹏侠看来，

“此不得不归功地方长官及绅老之长识远见。”⑥

一些少数民族上层的思想先进，尤其受到赞誉。

譬如新疆的包尔汉，徐炳昶不仅称其为“不易

材”，此后又因在其身边又发现新文化运动之际

具有标杆意义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惊异

之余，遂致感叹：“边境闭塞，居然能有新文化之

书籍，不能不令人色喜也。”（《西游日记》，第３６１
页）在宣侠父笔下，陇南俄拉草原的藏民上层，也

对革命者所提倡的“民族的存在和独立所需要的

文化”表示出“觉悟式的奋然”⑦。１９３４年，申报
记者陈赓雅赴西北采访，其《西北视察记》一书

中，设专节表彰酒泉县长魏允之在任期间“努力

庶政之改革”⑧，特别是详细记载由魏氏主导的

“酒泉之放足运动”，有关书写，特别是诸如“长识

远见”“觉悟”“改革”等价值判断，显然包含着作

者们寻获到有益于时的健康精神资源的欣慰。

（三）近现代西北上层人士的家国认同，在行

记中也有充分表现

西北地广人稀、民族众多，生乱生变风险较

高，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西北始终未曾流

离，并且在抗日战争前后还被寄予作为战略后方

的厚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西北上层人

士持有坚定的家国认同。通过西北行记的书写可

见，晚清以降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西北上层人士，无

论具体政治立场有何差异，在维护国家根本主权

问题上，有些人物毕竟有其清醒的一面。杨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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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昶：《西游日记》，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７４页。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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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中“朱绍良氏禁烟种棉谈”一节，即详述烟土屡禁不绝，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政困难。

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６页。
今秋（宣侠父）：《西北远征记》，北新书局民国十九年版，第１３０、１９０页。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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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盛世才两位军阀，于２０世纪上半叶把持新疆政
务数十年，作恶多端，但是通过西北行记的有关书

写可见，他们面对近现代新疆被各种外国势力觊

觎始终未轻易以主权作交易。１９２８年徐炳昶在
迪化期间，多次听到杨增新表示对于日本侵华的

忧虑，７月６日，徐炳昶面谒杨增新，其当日日记
写道：“他（按，指杨增新）说他对于统一甚为高

兴，至于个人的出处进退，不成问题云云。”（《西

游日记》，第４２９页）①１９４２年李烛尘访问新疆，在
其《西北历程》中，他称盛世才“坚决明达……闻

事勤劳……态度诚恳坦白”②，又言其推行的“六

大政策”属于“甚为合理”（《西北历程》，第 ８３
页），作者认识上虽有局限③，但至少从一个侧面

透露出某些西北上层人士能够自觉维护国家统

一，这在当时复杂的内外局势中，是值得肯定的。

西北行记中多方写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空前严

峻的民族危机背景下，西北上层表现的救亡图存

之志。他们或通过与来访者晤谈以求深入了解时

势动态；或力邀各方贤达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

向民众发表爱国演说，宣传国家观念；或直接向外

界表示上阵杀敌的意愿。行记的相关书写，保存

下西北高层政治人物的珍贵精神侧影。

二　各种外来人士的精神新质
西北地理僻远，宋元以降伴随国家重心东移，

愈显闭塞。但是清代后期的西北边事继起与民国

以后的时代风云激荡，使潼关洞开，大量东南士众

乃至外国人次第西向。这些外来人士，除极少数

属于高官显宦，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兵民商贾、旅行

家、科考技术人员、传教士或类似于今天志愿者的

公益人士。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提及大量此类外

来人士，真切具体地写到他们在西北的生命状态，

着力发掘他们身上所表现的精神新质，探讨这些

精神新质在改造西北、发展西北中所可能发挥的

积极作用。

（一）下层移民群体的生存意志

从１８６０年代起，清廷为应对回事，向西北大
举用兵，带来了湘鄂苏皖兵勇的大规模西进；民国

之后，又有大量京津秦晋商贾往来于此。这种内

地诸省持续百年之“商人、农民和退伍士兵正在

重新迁入”④的浪潮，对西北社会的具体影响不言

而喻，而蕴含于这一体量巨大，有的还实现世代聚

居的移民群体中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伟力，正藉由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记载而得以生动呈现。西北

行记中出现了大量在西北谋生原籍内地的下层兵

民商贾之身影，固然也写到他们的纠纷不法⑤，但

更多还是写到他们的刚健顽强之精神。１９１８年
年末，第二次访问西北的林竞，写了河套附近一个

直隶籍人王同春的垦荒业绩与坎坷遭际，特加按

语评论，“王同春恃其胆力，不免巧夺豪并，为世

所嫉。然而利用其机智，披荆斩棘，化土壤为黄

金，为政府所不能为之事，吾人为国家地位着想，

总觉其功浮于过……”⑥，将千千万万像王同春这

样的内地垦荒人的开拓性贡献揭示出来。林鹏侠

于“一·二八”事变后旅行西北，希望寻求民族奋

发之气以激励抵御外敌侵略，而当她到了兰州，不

仅被西北下层回族官兵可望上阵报国的壮丽神采

所感佩，而且尤其被一个发出“我辈一息尚存，不

甘降伏，相约出关杀敌”豪言的天津籍饭店伙计

所震撼，感叹“不图于此边塞之区，平民社会中，

得闻此爱国之血性语”（《西北行》，第６３页）。行
记作者直面广大下层移民的艰苦人生，发掘其明

识大体的宝贵精神，增强了行记的精神厚度。

（二）外来志愿者的人道精神

晚清民国时期进入西北的外来人群中，除了

为官或谋生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志愿者，这一群

体虽然也和政界保持联系，有的还在后者支持下

开展工作，但他们来到西北，从事赈灾、援医、支

教、勘探、科考等各项事业，多属主动而为。由于

行记作者中许多曾受到平等博爱观念的熏陶，有

的本身即属志愿群体成员，因而他们会在文字中

对于外来志愿者的人道精神特别留意。林鹏侠在

西北，同以康寄遥为代表的志愿者多有过从，赞誉

其为“富仁义之心者”（《西北行》，第１５页）。行
记尤其显著地写到外国传教士与科考人员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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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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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正是在本日的谈话中，杨增新告知徐炳昶上月在东北发生的皇姑屯事件，而更加吊诡的是，次日，杨增新即遇刺身亡，凶手到底是

谁，至今悬疑。

李烛尘：《西北历程》，文化印书馆民国三十四年版，第８３页。
按，其实当时李烛尘对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三年计划”是否能实行，已持怀疑态度，既言“至于新疆实行此政策，究达何种程度，

留待日后再述之”，又言在失去苏联的支持，“多少计划，已陷于纸上谈兵之境。”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８页。
民国初年，谢彬（晓钟）曾前往新疆调查财政，在迪化逗留一月，期间对移居于此的前清湘楚兵勇及其后裔的活动，多有察访，其

《新疆游记》中多有记载，从中可见，这些内地移民习性上确有或懒惰或骄横的一面。

林竞：《西北丛编（上编·日记三四两卷）》，神州国光出版社民国二十年版，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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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已有文学书写中，对

于近现代百年在中国曾经深入活动过的外来人士

群体，较多隐晦或仅做标签式点触①，仅仅是到了

最近几十年，有关文艺作品才开始对这一群体进

行正面关注②。行记不是小说影视，它给读者带

来的思想或情感震撼只能依靠实录来实现。正是

得益于这种实录，百年前居留中国的外来人士的

真诚善良一面才得以保存。譬如林竞游历西北，

行至内蒙五原附近，造访美国牧师费安河控制的

小村落并与其本人直接交谈。从林氏的文字看，

费安河懂礼貌、爱整洁、兴教育，在他的影响下，蒙

古教民的居所内，“四壁洁净，不似一般蒙古人之

肮脏”（《西北丛编》，第５１页）。１９２７年，徐炳昶
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身份率队考察西

北，团员中有大量西人。徐在《西游日记》中对西

方团员多有描写，特别是多侧面展现瑞典科学家

斯文·赫定先生的科学态度、坚定意志与友爱精

神，令人动容。对于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特别是西北
腹地而言，这样的他方人士的到来，无论具体功过

是非，至少给一方闭塞的土地打开了一扇通向外

界获取新知的窗口。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言

行中所体现出的现代价值理念，对于当时的西北，

相当于一把解开精神枷锁，启示精神新路的钥匙。

（三）红色革命力量的英雄气概

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革命活动，始于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但直到红军长征进入陕甘，这支英勇无
畏的红色队伍，才像马兰花一样在西北的黄沙戈

壁间扎根。由于西北封建思想与反动军阀势力的

封锁，民众对于这支队伍是隔膜甚至充满误解。

一些西北行记的作者在往来西北时，或因机缘不

巧，或缘心理定势，对于这支队伍甚少着墨，即便

是有所涉及，亦难免存有偏见。但是对于中国对

于西北而言，这支队伍是全新的，她的精神气，无

论如何无视，亦难以磨灭。１９３６年，红军三大主
力在陕北会师后，中央组织过西征，沿途遭遇回族

反动军阀的残酷围攻，损失惨重，除少数人突围，

绝大多数英勇牺牲，被俘者则受到非人虐待。

１９３７年年初，护送班禅进藏的民国驻藏大员马鹤
天抵达西宁，其１月２４日日记，既写到六百余红
军俘虏“衣服破烂、面容枯槁如乞丐然，十九无

履，以毡包之”的惨状，然而随即又笔锋一转，写

这些红军“但皆能唱歌呼口号，步伐整齐，可知其

曾受训练。且面带喜色，毫无惧容，询之大半为川

人，多聪敏，有相当知识，实皆国家之有用青

年”③，以作者的政府高官身份，在那样一个特殊

的时空环境中，能够对红军战士的命运持有矜怀，

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予以称扬，甚至做出“国家之

有用青年”的肯定性评价，既显示出作者本人的

勇气与见识，更说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确有超乎

寻常的可贵精神品质，足以打动人心。进入抗战

时期，伴随着国共二次合作，伴随着“到延安去”

的时代风潮，这种可贵的精神品质，越来越真切地

展示于世界面前。从《西行漫记》到《风景谈》，从

《塞上行》到《延安访问记》④，不仅中国共产党的

高级干部的形象风采借助此类文字传向世界，就

是延安普通军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活

力、团结、进步，也被行记作者充满感情地笔之记

之。延安精神是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是红色精神发展培铸的重

要一环，有关行记能够在延安精神孕育之初即主

动关注，这既是行记作者们的眼光与情怀所在，又

极大提升了民国西北行记的精神价值。

三　边疆民族同胞的人性光芒
西北地瘠民贫，加上长期社会政治腐败，给

民众精神的锻炼，带来了不利影响。行记作者

往来西北，耳目所及，绝不只是达官贵人的骄奢

淫逸，即便普通民众，特别是汉民族，有不少也

在烟赌匪盗的精神泥淖中长期沉滞，自甘堕落，

养成诸如懒惰、奸诈、凶残、麻木等不良习气。

但是广大行记作者，也注意观察书写基层社会

的健康一面，尤其对同样生活在西北大地的广

大边疆民族同胞的优良精神品性，做了精准细

致的描绘。这些描绘，既表现出可贵的民族平

等意识，也包含有塑立正面镜鉴，作为改造国民

性重要参照的深层考量。

（一）边疆民族同胞的健康习惯

西北各民族生活于相同的历史时空，无论是

美好还是苦难，都并不私覆偏载，但通过行记作者

的文字可见，即便身处相同相似的恶劣自然或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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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这一点，类似于十七年文学中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南朝鲜士兵的描写。常彬等人认为：“与对美军的丑化描写相对照，（抗美援朝文

学作品）对南韩军的描写就相对淡化、粗疏化，甚至缺席化。”（常彬、杨义《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这一方面，影视作品似乎走在前面，如《芬妮的微笑》《庭院里的女人》等，书面文学中，莫言《丰乳肥臀》中滞留在高密东北乡的瑞典

传教士马洛克，青年作家徐则臣新出的长篇小说《北上》中与京杭运河结缘的意大利迪马克兄弟，有关描写较之传统态度均有较大突破。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二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１９５页。
以上行记或纪游散文，作者分别是埃德加·斯诺、沈雁冰、范长江、陈学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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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社会环境中，比较起汉民族而言，边疆民族更呈

现出某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１９３８年２月底，
顾颉刚抵达甘肃康乐，其 ３月 ２日日记中有云：
“此地居民，回六而汉四。回民彬彬有礼貌，见吾

辈至，街上小贩皆恭敬站立；此等人有信仰，无嗜

好，身体强健，团结坚固，如克加以适当之教育，实

足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分子。”（《西北考察日

记》，第２００页）林鹏侠从登上津浦线上的火车直
至入住潼关大安客栈，一路对沿途汉族民众的不

良生活习惯多有批评，但是当她由陕西进入甘肃

青海等地，则被边疆民族同胞的积极生活态度所

感染，对回族男女知礼自律、勤劳爱洁的细节多有

描绘，她称赞回族“夫妇平等，伉俪无间”的家庭

制度，认为“诚足为法式也”（《西北行》，第 ９３
页），即有明显的以回比汉之意。在青海南部的

苦寒之地，林鹏侠亲身感受了蒙、番诸族民众的直

面苦难：“蒙番妇女身体强健而魁梧，且皆精骑

射，喜操作，尚节俭，活泼而勇敢。”（《西北行》，第

１１３页）作者尤其具体写番族女性和内地女性在
对待生育问题上的不同精神风貌：“番民妇女之

强健，虽在怀孕之期，而操作如故，不以为意。往

往于山野牧畜时临产，同时或逢母羊产羔，均一同

取而置诸怀，返帐，儿犊分置地上，若无其事然。

反观内地妇女，产期内百病丛生，其主因大约在于

不操作，少运动，致易养成惰性，身体亦缘而虚弱。

惰弱相因，遂难振奋，若不速谋矫正，人种恐有日

趋衰亡之危。”（《西北行》，第 １１３页）番汉对照，
描写与议论相间，其意显在是用西北边疆民族同

胞的积极生活态度，来反思东南汉族民众在近代

化过程中所沾染上的某些“文明病”。

（二）边疆民族同胞的淳朴天性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
后，内地主流文化界涌动着破除礼教束缚精神枷

锁的浪潮。一方面，鲁迅等新文化运动领军者不

断通过小说创作来批判国民性之恶，另一方面，又

有沈从文这样以独特的“湘西世界”的小说建构

来歌咏淳朴美好的人性①。从关注对象的边缘性

特征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行记作者笔下

的西北有相似相通之处②。晚清民国的西北行记

中，多有对于边疆民族同胞原始淳朴天性的书写。

譬如林竞１９１９年７月６日日记中，写到蒙古族人
的热情友爱之状：“（蒙人）夜间……闻门外有人

喊即起。如生人则升火烧茶以飨之，亲爱如素识。

汉人时有在草地遇驼疲不能行，则寄牧于蒙人。

初不问相识与否也，其时日不问久暂。仅与以砖

茶一块，或葡萄干以及少许布匹而已。若驼死，则

留火印及驼牙，交所寄者以资凭信。此种扶危济

困、诚信不欺之精神，只能于游牧生活时代得之，

非敢望于近世号称文明之域也。”（《西北丛编》，

上编，第 ３２１页）所谓“非敢望”，背后包含着对
“近世号称文明之域”的深重失望。又如西北穷

蹙，民众缺衣少食，乃至十四五岁之少女多处裸身

无衣之境，行记作者写到了她们的悲惨，但同时又

写到她们在如此窘境之中仍保持良好天性。林鹏

侠《西北行》之“败屋中如鬼之裸妇”一节所写的

那个裸衣母女，虽自身穷极，但仍对夜半投宿的作

者勉力照料，“一片诚心，有足感者”（《西北行》，

第４２页）。陈赓雅行至临泽，看到无衣裤可穿的
少女，本来也是“不胜恻然”，但旋即转笔写道：

“然如是之女孩，殊少拥挤车前，每多并膝侧坐于

阡陌，遥遥倾视。”（《西北视察记》，第 ２４９页）边
疆民族同胞知礼谦和的精神风貌瞬间凸显。在许

多行记作者的笔下，西北各边疆民族同胞的精神

世界中，洋溢着直率、坦荡、热情、无私、不欺的健

康元素，构成与“文明”社会虚伪狡诈奢靡的巨大

反差。类似这些内容，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比

比皆是，不能认为只是单纯的机械记录，要看到那

些边疆游历者或行记作者们，在早已见识过扭曲

变形的现代文明之后，对真醇朴素的人间至性的

向往与怀念。

（三）边疆民族同胞的家国意识

处在近现代中国复杂内外环境之中，边疆民

族同胞是否具有坚定的国家观念和自觉的维护民

族团结意识，是内地社会各界牵心的重要话题，也

是广大行记作者考察的重点。１９３４年 ４月 ２９
日，陈赓雅行至内蒙草原一个叫四眼井的地方，偶

遇一家“男为汉装，女则蒙饰”的迁居牧民，遂与

之展开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记者问牧民“何处

人”，牧民回答曰“中国人”，但当记者想进一步确

认牧民是否为蒙古族时，对方却含笑回应：“蒙古

亦中国，中国亦蒙古。”如此答案，对于高度敏感

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内地知识界而言，是一种意料

之外的欣喜，所以作者随即置评：“此答虽有语

病，尚具国家观念。”（《西北视察记》，第 ８２页）
１９３０年代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仅充盈着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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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刚：《论〈边城〉的“诗语”风格与结构模式———基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视角》，《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沈从文的名作《湘行散记》，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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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当其冲的汉族民众的心际，西北广大边疆民族

同胞同样切齿愤激，“一·二八”事变之后西行考

察的林鹏侠，在兰州等地多次碰到下层回族兵民

向其当面表达愿意上阵杀敌，抵御外侮的报国之

志，深受感染。而陈赓雅在西北采访，亦有相似经

历。在白马寺，有一处回汉藏杂居的村落，其中一

位藏民，直接表明自己对于日本人的痛恨，陈氏将

藏民陈述理由的言论原封不动地记录了下来，那

位藏民说：“我们不怕英美人，我们只痛恨日本

人，因为日本把我们的东三省和热河夺去了，还要

杀了我们的无数义勇军和老百姓！先生，听说日

本只有我们的四川一省大，那我们去打它好了，十

个人拼他一个，总算对敌了吧？”（《西北视察记》，

第１８８页）可见边疆民族同胞在内心深处所持之
同仇敌忾。

晚晴民国西北行记对于边疆民族普通群众优

良精神品格的记载，涉及方方面面。姑复举一例

为证，林鹏侠在青海，记录下不少土人之歌，这些

歌谣，涉及抗日、立志、自立、戒贪、戒酒色、慎言

行、尊老重经验、重真实、善言可贵、重春雨、图自

强、戒争讼等多种优良道德品质的教育引领。这

些歌谣的存在本身，即反映出广大边疆民族同胞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中，已积累下宝贵的处世

智慧与价值准则，这些智慧和准则，有其超越具体

时空的广远价值，行记作者将相关言论、行为和人

物事迹记录下来，寄托着显著的启迪社会与引领

民众的心理动机。

四　西北行记作者的精神提升
当西北行记作者以深刻的眼光打量、以深情

的笔触书写西北伟丽山川孕育的富厚精神资源

时，他们自己的精神格局也在这童山荒岭的漫漫

征途中得到感染，并实现多方面开拓提升。

（一）直面苦难的意志品质

西北地理辽远又生态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明显逊于东南，进入１９世纪后半叶，更是陷入
长期政治动荡。广大民众的生存之艰与社会面的

复杂混乱，可想而知。所谓“陇东苦瘠甲天下”

（左宗棠语），虽只是指向甘肃会宁一地，却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西北贫苦程度之深。这样的环境，

很容易给一些外来者的旅途带来严重干扰，甚至

在心理上产生迟回犹疑甚至知难而退的情绪（杜

甫诗云：“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类此），但是

不下数十百种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存在本身，即

表明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确能不畏艰险、黾勉向

前。而那些饱含深情的行记内容，更具体生动地

展现出行记作者直面苦难的意志品质。

西行旅途之艰，首先表现在旅行条件之恶劣。

譬如住宿，由于基本建设之落后，除少数中心城邑

外，大部普通市镇中的优良馆驿均十分缺乏。很

多人不得不另寻它宿，即便是高官显宦也难有幸

免。清后期赴任新疆的林则徐、陶模、裴景福、袁

大化，官阶不可谓不高，沿途接待不可谓不周备，

但是从笔录他们行程的相关行记可见，他们经常

在不得不投宿于荒村野店的无奈中表现出对高堂

华馆的渴盼。林鹏侠和１９４０年代初奔赴延安的
作家陈学昭，均为女性，前者在行记中经常写到在

乡野间就寝的仓皇不适，后者在其《延安访问记》

中对轮船客舱拥挤、成都及西安旅社蚊蝇跳蚤肆

虐描写十分细致，除此之外，舟车之劳、饮食之恶，

以及如影随形般的匪盗之患，无不对这些平素

“席丰履厚之女儿”（《西北行》，第３页）或养尊处
优的上层人物造成严峻的身心挑战，确是辛苦备

尝。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未退缩，而是表现出以

苦为乐、自我激励的可贵精神。林鹏侠在旅行之

初即高标其“素持不畏难、不苟安、不自私三义”

（《西北行》，第３页）之人生信条，其后在途中每
逢艰虞，即在心中告诫自己不可迟疑，如“明知前

途荆棘，亦须冒万险以履之”（《西北行》，第 ３０
页）；又如“张骞西行，卒成伟绩，彼苏武之辈，亦

犹人也！余今方壮年，安可自馁以遗人讪笑乎”

（《西北行》，第１３３页）。裴景福以戴罪之身远赴
万里贬途，启程不久即饱受腹疾之苦，但途中依然

谈笑自若，甚至每每作诗自解：“尘土欺人可奈

何，帽檐斜倚自高歌……泾堤南畔千株柳，莫忘征

夫载酒过。”（《发泾州》）①一派旷达之神，在兰州

居停数月间，他不仅承受了仆人来和早逝之殇②，

而且甚为珍视的友人藏品也不幸遇窃③，惜恨之

余，却也发出“几忘身在樊笼者，然皆不如今年胸

中空阔，别无挂碍。人不来我亦不往，甚自得

也”④的豁达感叹。唐人柳宗元《敌戒》中云：“皆

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

为利之大。”对于西行的旅人来说，形形色色的拦

４６１

①

②

③

④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册）（卷二）》，（香港）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七年版，第１７页。
作者不仅详细记录其奴子来和从病重到不治的全过程，而且在处理完来和后事之后，又作《悼奴子来和》一诗缅怀。

字画中有一幅《曹国公诰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御笔圣旨。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册）（卷三）》，（香港）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七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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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虎固然带来连连不便，但是意志获得砥砺，精

神有以淬炼，也是远征不易的一种有益补偿。

（二）救民水火的仁者情怀

西北大地恶劣的生存条件，深深触动了来访

的行记作者。他们在自身正面遭遇行旅之艰的同

时，更注意推己及人，将关心关怀的目光投射到生

长于斯的万千各族民众身上。既感同身受地体会

怜悯西北人民的悲惨境遇，又多方面展开实践探

索，力求尽可能纾解民众危困。行记作者的能力

有大小，往来西北有因公因私之分，和广大普通民

众的接触也疏密有别，这就是他们的纾解行为的

侧重点各各不同，但无论具体形态方式为何，都共

同展现出一种高尚的仁者情怀。

行记作者西行之时，近距离感受到广大民众

的物质贫困、人格遭辱与精神压抑。对于耳闻目

睹的惨状，他们既表示真诚的矜怀，更给予力所能

及的救助。林鹏侠一路西行，在咸阳城外，面对

“一幅流民图，惨陈于目”（《西北行》，第２６页）的
景象，她情难自已地发出“自恨不能如化饼之基

督，以果我苦同胞之饥肠。力绌心馀，惟有一洒同

情之泪而已”（《西北行》，第２７页）的无奈感叹，
停留陇东静宁县期间，林氏造访山村居民，先探访

一位贫病老妪并赠以饼干，继而又在一处破黑小

屋内见到裸而无衣的母女三人，痛心之余，救济以

银元两枚，并自我发问曰：“余安得化百千万亿法

身，来拯此辈无告之人于深渊之地狱乎？”（《西北

行》，第４１页）这些举动与念头，背后都体现出西
来的行记作者因实际经历而萌生的悲悯情怀。由

于生计艰难，当时许多年轻西北女性被迫落入黑

暗深渊，但是面对这一群苦难中的女性，来访的行

记作者不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表现出难得

的尊重。１９３２年，一个因事从兰州去敦煌出差的
名叫明驼的作者，将沿途见闻写成《河西见闻录》

一书。该书打破了人们视西北为“世外桃源”的

印象，而力求“以纯客观的态度”记载西北社会沉

重的一面①。在书中，作者写到一些地方官僚玩

弄女性的丑态，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不愿同流

合污的意志：“我正以他们是本地的姑娘，应当和

他处女性的人格一样的被人尊重，所以不能接受

这一套呀！”②西北行记的作者还揭露了有关民族

地区的上层恶势力③对普通民众的精神的残酷压

抑，对这类势力进行无情指斥。这些鲜明激切的

态度，在当时污浊不堪的社会空气中，无异于一发

除霾去尘的重磅炮弹。如果说这些言行，尚着眼

于具体的人物事件，那么充盈于西北行记中的对

于西北整体社会局面的堪称详尽深入的调查、判

断、思考与建议，就更是行记作者救民于水火的情

怀意志的全方位体现。

（三）引领时代的使命自觉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那样一个既风雨如晦
又新风骀荡的时势中，西北社会无疑是落后的。

在此背景下主动前往西北的旅人，既因为大多数

均受过西方现代文明洗礼④而对民族未来持有较

为进步的态度，也缘自行走西北得以亲身感受西

北的自然社会之艰虞，思想深处的引领西北赶上

时代步伐的思想自觉，得到了强烈激发。行记作

者希望引领时代进步的意识，体现在许多具体而

微的言行中，譬如有的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在西北

从事教育、矿产等事业的调查⑤，有的作者在与西

北军政要员的交往中给出除旧布新的中肯建

议⑥，有的作者则将有关认识思考融入沿途观感

的记载，这些内容共同将包括行记作者在内的晚

清民国时期西行的知识界人士的特有时代精神风

貌凸显出来。这其中，若论表现最鲜明的，应当首

推知识分子的广场活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或是居庙堂

之高，或是处江湖之远，但是到了近代，在江湖与

庙堂之外，知识分子又从西方引进一个既非封闭

又不依附的能够较为自主地开展启蒙国民使命的

实验场域：广场⑦。这个广场，在不同时空环境，

面对不同接受对象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譬

如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当时的出版业已较发达，

知识分子会充分利用报刊媒体发声，而在西北腹

地，则又主要依靠演讲向民众施予影响。许多行

记作者，或应当地人士之邀，利用集会、节庆、迎送

等各种场合，在学校、讲堂、寺庙乃至乡村戏台等

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或具体地直接接触西北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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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驼：《河西见闻录》，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附），第９６页。
明驼：《河西见闻录》，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附），第１２５页。
如谢晓钟《新疆游记》中写到的遍布西北各地的乡约以及新疆本地的阿訇。

即便是林则徐、陶模、袁大化等清朝官员，虽然维护封建统治之心堪称坚执，思想上也不无开明之处。

如著《西北漫游记》的侯鸿鉴、著《西行记》的顾执中等。

如林竞、徐炳昶、林鹏侠等。

陈思和的一系列论文讨论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广场意识”，如《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中

价值取向》，载陈思和《思和文存》，黄山书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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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最基层的民众，在切近晤谈中进行开导指

引，注入其中的基本理念就是希望西北各界相互

合作、激扬志气、守土爱国、发展教育、追踪时代。

邵元冲、顾颉刚、马鹤天、宣侠父、陈赓雅、陈万里、

林鹏侠等人，都在西北多次发表过引起轰动效应

的公开演讲，他们本人或随从将演讲盛况笔录之

后，随即寄往东南并公开发表、出版，使更多的东

南民众得以知晓西北社会境况。这些举动本身就

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品格的体现，而有

关行记出版后，当时许多政学等界知名人士主动

题签、作序、评论①，以示表扬支持，有的热心读者

还踊跃给著者或组织者写信，给予很高评价。这

些热烈社会反应则更说明，行记作者在行走西北

与撰述行记的具体辛劳中所收获的精神果实，受

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产生切实的影响力。

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行记走过了至少

１５００年的历史，但是整个古代的行记著述，正如
顾颉刚所言，由于“并不是他们（作者）预先规定

了一种目的，去努力寻求得来的”②，所以尽管在

记述道里行程、自然景物、见闻感受等方面，古

代行记确实呈现出不断由粗疏走向细密的总体

态势，然而没有足够的精神元气支撑，亦确为其

天然的短板。只有到了近代，到了古老民族首

次被卷入世界大潮之中，到了先进分子有机缘

在积极向外看的同时反顾自身之时，这种古老

的文学样式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它们所绽放

出的顺应人民期待、契合民族特质、代表时代方

向的精神光芒，也才终于绚烂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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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ｓｗｈｏｈａｄｔｒａｖｅｌｅｄ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ｍｉｌｅｓ，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ｃｌａｓ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ｈａ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ｔ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ｌ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
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ａｎｄｎｅｗ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ｓ
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ｇａｖｅａｎｅｗｌｉｆ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ｓ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ｖｅｌｏｇｕｅ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６６１

①

②

譬如谢晓钟的《新疆游记》，即获孙中山先生作序；陈万里的《西行日记》，由胡适题签；林鹏侠《西北行》卷首，除有多篇名人题序，

还刊印了２１首各家旧体诗题辞。
顾颉刚：《陈万里〈西行日记〉·序》，陈万里《西行日记》，朴社民国十五年版，第１页。


